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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  要】在唐朝时期，要说能够与诗仙李白所媲美的，非诗圣杜甫莫属。杜甫不似李白般潇洒飘逸，但是其沉郁顿挫的诗篇，在经历了时代风雨的洗礼之后，却如同“沙中之金，愈经磨洗愈能发出灿烂的光辉”。赤诚的爱国之心，深切的忧民之情是诗圣杜甫诗歌的灵魂。他从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朴素情感出发，逐步上升为维护国家统一，反对分裂的深厚感情，并最终将这份爱国情在报国卫家、以身许国的满腔赤诚中升华 。   
【关键词】诗圣 杜甫 家国情怀
杜甫的这份爱国情怀并不是单一的、苍白的，而是丰富的、立体的。他是从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朴素情感出发，逐步上升为维护国家统一，反对分裂的深厚感情，并最终将这份爱国情在报国卫家、以身许国的满腔赤诚中升华。
一、赞美河山，关心国家命运
从历代诗人的笔下我们都能看出，其对于祖国河山的赞美，是其表达爱国情怀的一种最直接的范式，而在杜甫的诗歌中，也有许多是赞美祖国名山大川的篇章。他从 20 岁起，先是南游吴越，后又北游齐赵，饱览河山之胜。中年寄寓京华，晚年漂泊各地，足迹所至，均有诗作留存。岱峰的高耸、剑门的险峻、锦江的秀丽、三峡的奇雄，尽在笔下。国家不仅是一个自然范畴，它还包含着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因素。因此，杜甫在描绘自然风光的同时，也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投入了极大的关注[1]。当国家经济繁荣、社会安定时，诗人满怀自豪，热情赞颂；当国家政治腐败、危机四伏时，诗人又忧心忡忡，愤然痛斥。
杜甫的青年时代主要生活在唐玄宗开元年间，此时唐朝的国力强盛，百姓富庶，经济文化都发展到了顶峰，史称“开元盛世”。而杜甫作为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诗人，却能够在盛世的光环中看到重重危机，觉察到“万方多难”的危机，唱出了一曲曲动人肺腑的悲歌，体现出诗人深刻的忧患意识。这种忧患意识“最为可贵地表现出他对大厦将倾的唐朝政治的预见性”。“况闻内金盘，尽在卫霍室”（《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》天宝十四载<755>）。就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，杜甫途经骊山，唐玄宗正携杨贵妃在华清宫吃喝享乐，杜甫心忧玄宗昏庸，大权旁落，用诗歌讽刺外戚专权的政治现实。诗人听说皇宫内的金盘宝器，都已转移到国舅家的厅堂。而更加严重的后果就是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统治阶级和人民严重对立，唐朝已处于岌岌可危、行将倾覆的边缘。很快，安史叛军的鼙鼓也在渔阳敲响。
千载以后重读这些诗歌，我们不能不佩服杜甫敏锐的洞察力。正是由于诗人怀着深切的爱国之情，才能及时觉察到当时社会中的各种隐患[2]。“安史之乱”的铁蹄不仅彻底打碎了诗人期盼天下太平的希望，也点燃了他胸中的炽热的民族意识，维护统一，反对分裂成为诗人爱国情怀更突出的现实表现。
2、 忧国忧民，尽显仁者情怀
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人家，其十三世祖杜预曾任晋镇南大将军，文治武功兼富。祖父杜审言尝在中宗神龙间任修文馆直学士，长于诗歌。天宝九年(750)，杜甫于长安献《雕赋》，在《进雕赋表》中有道:“自先君恕、预以降，奉儒守官，未坠素业矣”。儒家思想在人生理想、人格精神、忧患意识、仁爱情怀等方面深刻地影响着诗人的一生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忧国忧民思想是杜甫仁爱情怀的进一步展现，正是因为诗人能推己及人，才会仁爱万民，又因为仁爱万民，才会忧心国事。关中诗中能够体现诗人忧国忧民思想的作品大致分为两类，一为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对玄宗沉溺声色、穷兵黩武的不满和讽刺；二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对时局的持续关注，当然，这些诗作中无一不贯穿着诗人对人民的关怀和同情。
安史之乱前，社会积弊已经丛生，但以唐玄宗为首的统治者还是沉浸在一派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中，终日只知宴游嬉戏、寻欢作乐。这其中，又以玄宗本人表现得最为突出。玄宗性好奢华，开元二年即“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”，“又选乐工数百人，自教法曲于梨园，谓‘皇帝梨园弟子’”。天宝四年，册封杨玉环为贵妃后，更是沉溺于声色之中，骄奢淫逸，荒于朝政，“春宵苦短日高起，从此君王不早朝”。对此现状，杜甫在《丽人行》和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这两首诗中进行了集中披露[3]。
天宝十年，玄宗命鲜于仲通征南诏，先胜后败，士卒死者六万。杨国忠掩其败状，更募兵伐南诏，人民不肯应募，遂遣御史分道捕人，《资治通鉴·唐纪三十二》对当时情状的记载甚为真切:人闻云南多瘴疠，未战，士卒死者什八九，莫肯应募。杨国忠(时任宰相)遣御史分道捕人，连枷送诣军所……于是行者愁怨，父母妻子送之，所在哭声振野。杜甫此际身处长安，目睹官府征兵惨状，写下了千古流传的《兵车行》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令人摧肝裂肺的凄惨场景:“车辚辚，马萧萧，行人弓箭各在腰。耶娘妻子走相送，尘埃不见咸阳桥。牵衣顿足拦道哭，哭声直上干云霄”。在《后出塞五首》中，又通过对一个逃离叛军的士卒经历的记叙，表达了对安禄山即将举兵作乱的隐忧，“越罗与楚练，照耀舆台躯。主将位益崇，气骄凌上都”。杜甫的直觉没有错，天宝十四年(755)秋，安史之乱爆发，玄宗奔蜀避难，卒有马嵬之变，但出于忠君和务实的思想，诗人并没有对玄宗做过多的批判和责难，而是将忧切的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时局。纵观杜甫战乱期间所作诗歌，诗人无论身处何地何境，或思念亲朋，或送别友人，或见疏意欲归隐，都无时无刻不在忧心时局，操劳国事，诚如苏轼所说“一饭未尝忘君”。
三、结语
    总而言之，杜甫的诗歌中，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深厚感情，又是根植于“忧国忧民”之上的更进步的爱国情怀。杜甫有一颗崇高伟大的心灵，一副忧国忧民的热肠，他以自己深厚的学养，丰富的阅历，济世安民的高情远志，嫉恶如仇的铁胆硬骨，包藏宇宙的人文精神，这丰富、深厚而感人的爱国情怀成就了杜诗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，洋溢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，将现实主义的诗风推向了最高点。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，杜甫是“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、最瑰丽、最永久的一道光彩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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